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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

崔志海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至 1912 年清朝覆灭的七十余年晚清历史，既是断代史清史的一个自然组
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在过去的百余年里，
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形成诸多历史叙事体系、研究范式或学派。在清史学科，既有以《清史稿》为代表
的逊清派或者说清朝遗老派，也有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 既有以孟森《清史讲
义》为代表的学术派，也有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更是形成革
命史、现代化史、“冲击与回应”“中国中心论”、跨国史、全球史、后现代主义史学等诸多研究范式和
历史叙事体系。
这些研究范式、学派和叙事体系都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各有其问题。清史学科中的

逊清派、民族革命派、“新清史”学派都有强烈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从而影响其学术的客观
性; 以孟森为代表的学术派走向另一极端，忽视历史研究的立场和指导思想问题，亦非现实。中
国近代史学科中的现代化史、跨国史、全球史研究范式，更加侧重于或适用于经济史领域; “冲击
与回应”范式偏重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调适; “中国中心论”偏重于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偏
重于讲述中国内部故事; 后现代主义史学偏重微观研究，它们都不十分适用于构建晚清政治史

学科体系。
就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个人以为革命史叙事体系、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大体比较适用，且在学界

也最有影响力、最为经典。① 本文在笔者以前思考的基础上，②就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两个叙事体
系再略抒己见。不当之处，尚祈学界批评指正。

一、关于革命史叙事体系

革命史，是晚清史学科和中国近代史学科最为经典的历史叙事体系，也是最有争议的历史

叙事体系。将一部晚清史或中国近代史简化为一部革命史固然有其缺陷，遮蔽了革命史之外的
许多历史，但就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革命史叙事体系是不可或缺和替代的。推翻清朝封建统
治、改变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命，是晚清政治史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
对于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不存在要不要运用革命史叙事体系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完

善的问题。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因此，革命史叙事体系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

阶级分析方法，但如何运用，则是有待做进一步商榷的。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史叙事体系摈弃了过去那种简单的阶级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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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革命史和民族主义主题外，现代国家生成也是晚清政治史的重要主题，但本文对此暂不讨论。
参见崔志海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 《历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晚清政治史研究 70 年回眸与展望》( 《史
林》2019 年第 4 期) 、《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与反思》( 《史学月刊》2017 年第8 期) 、《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和线索的再思考》( 《学
术研究》1992 年第 5 期) 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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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确表示“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
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
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①

但实际情况是，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并未能完全克服或摆脱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一个明显
事实是，因为站在被统治阶级的正确政治立场上，革命史叙事体系几乎不加甄别地将晚清被统治

阶级和下层民众与清朝政府的所有冲突都纳入革命或起义序列并加以肯定。而事实上，并非所有
晚清下层民众的起事或“造反”都具有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都具有反封建性质。晚清社会发生的
那些因盗匪、游民、帮会的敲诈扰民、抢劫掠夺、械斗火并以及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的分裂行为所
引发的与清朝政府的对抗，就不具有什么反封建性质，就没有什么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可言; 相

反，具有破坏性。
对此，毛泽东早在 1925 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告诫指出，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数

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以及诸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等秘密会社，如果没有
先进阶级的引导，就不可能“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而只有“破坏性”;“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
的问题之一”。②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近代中国社会中游民无
产者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
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
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
动摇的阶层; 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
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
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③

那种不加甄别的简单化革命叙事体系，实际上还是“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
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把任何社会现象“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④并且形成这样
一种思维定势: 在所有下层民众或社会与清朝政府的矛盾和冲突中，前者都是进步的，后者都是反动

的; 只强调“造反有理”，而忽视了其必须要以先进阶级和政党领导为前提。这种思维定势，不但违背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造成历史观的极大混乱，给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提

供可乘之机，这是亟需加以纠正的。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中，对因各种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下层民
众的偶发起事以及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分裂国家的行为与太平天国这样有纲领、有组织的农民革
命，必须加以区隔，绝非所有被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造反”和起事都有理，都具有反封建性质，都
具有进步性。
并且，即使对太平天国这样有纲领、有组织的农民起义，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其打击和动摇了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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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再版序言”，第 4 页。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 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5—646 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为
动员千百万广大民众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毛泽东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
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的著名论断，这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因为“造反”是在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之下。因
此，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论断与关于下层游民无产者具有破坏性的论述是不相矛盾的。有关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论
断，参见姜涛:《太平天国: 造反者的失败事业》，《史学理论研究》2021 年第 1 期。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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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具有极大的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 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看到或承认其历史局限性，以及这

场战争对当时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组织和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虽然怀抱农民革命理想，制订《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
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①但作为旧式农民阶级，最终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建立
一个新的社会和国家政权，他们建立的“天国”实际上仍然是封建王朝旧制，最后腐化堕落，内讧残
杀，或沦为流寇主义，使他们的革命事业化为灰烬。
当然，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完全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进步意义，将太平天国说成

“邪教”、说成“神权政治”，说成是“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镇
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大加歌颂，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批判。②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农民革命，其特殊意义在于

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其发生除了清道光朝吏治的
腐败、政府的失能、土地的集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自然灾害的雪上加霜等国内因素之外，同时也
深受国外因素的影响。道光朝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不稳定，就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疯狂的鸦片
走私造成的银贵钱贱现象、鸦片战争的战费和战争赔款，以及清朝政府在战争及战后遣散十余万募
勇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太平天国革命不但浸透着中国农民的革命理想，而且也受了西方基
督教思想( 集中体现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思想上) 及资本主义思想( 主要体现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编》
中) 的影响。最后，这场革命的失败，既是被满汉封建统治者联合剿杀，也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所
绞杀。因此，这场农民革命已从属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范畴。只有从这一历史高度，才能更好地把
握和认识太平天国的伟大意义。
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晚清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在这

个问题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思想认识已有了巨大改进，基本上摆脱了简单化的阶级
分析方法，明确表示:“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和旧
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③ 这突出体现
在学界对晚清洋务运动及辛亥革命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认识和评价上。由曾国
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清朝统治阶级进行的洋务运动，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里曾长期作为地主阶级
的反动卖国运动遭受批判，被否定或忽视; 而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在论及晚清历史
时，将洋务运动作为救亡运动或救国方案之一，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
列在同一序列，加以肯定。《决议》写道: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
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
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
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④

对于辛亥时期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虽然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是一股“保清力量”，同革命派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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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321 页。
最近学界对太平天国研究错误观点的批判，参见《史学理论研究》2021 年第 1 期的“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圆桌会议。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再版序言”，第 5 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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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是清政府的“同盟军”，但大多数学者不再站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立场上否定立宪派
的改良道路，比较一致地认为两派的矛盾和分歧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争论，并不

代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争，客观上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是两派共同
作用的结果。①

但肯定改良或改革在晚清历史上进步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受西方现代化史观影响，走向另一

极端，完全否定或贬低革命，认为革命“酝酿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悲剧”，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
新政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民初军阀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明确表示“要改良不要革命”，②这也是完
全错误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并
不认为改良是一个比革命更为正确的选择，他在 1919 年的《欧游心影录节录》中说到晚清以来的历
史时写道:“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 即梁本人代表的改革派———引者注) 想靠
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③

并且，梁启超也不认为民初出现的社会混乱是由辛亥革命造成的，以及这种混乱意味着出现了历史

倒退。他指出:“若因为现在人心堕落，丑类横行，便发生根本悲观，这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当过渡
混杂时代，罪恶总浮到面上来，各国都是如此，何独我国，一定说现在人心比从前堕落，这句话我却不

能承认。从前罪恶何尝没有，或者因观念不同，不认他是罪恶，或者因社会舆论，不管闲事，不发觉他
的罪恶。”④同时，梁对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也做了充分肯定，认为辛亥革命打倒中国皇帝，建立共和
国家，传播了民主思想，“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
不同”。并且，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进步亦是巨大的，甚至“比理想跑得
快”。⑤ 显然，那些否定和贬低辛亥革命的观点，不是基于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而是
基于个人的主观想象和逻辑推理，因此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必须予以

摒弃。
当然，在肯定辛亥革命伟大意义的同时，也不应讳言或忽视其历史局限性。辛亥革命作为一场

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亚洲创立第一个共和国家，由此

打开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
足、后天失调，晚清的资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部分系传统绅商和封建地主转化而来; 另一
部分为当时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都有软弱性的一面，都没有彻底反帝反
封建的勇气。他们虽然从事革命活动，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一些组织和动员工作，但始终没有也不
敢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加入革命队伍，甚至在革命遭遇困难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两股反动势力相妥协，以至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最终被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旧势力所窃取。同时，
作为由传统绅商和封建地主转化而来的及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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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崔志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有关这方面的观点和言论，参见袁伟时的《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 《二十一世纪》总第 68 期，2001 年 12 月号) ，李泽厚、王德胜
的《关于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 《东方》1994 年第 5 期) ，以及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 天地图书
有限公司 2004 年版) 和黄克武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 等论著。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22 页。梁在《外交欤内政欤》一文中也作过这
样的自我批评，反省说:“我近来却发明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那里呢? 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
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 59 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 21—22 页。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 5、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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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和组织上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政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他们一方面始终存在地域
或派系畛域，一方面又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性格特征，还有的只是怀着传统的“排满”种族思想，这种思
想和组织上的不统一，在辛亥时期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及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内部出现的“革命
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和后来国民党一步步退化和失败的历史中，表现得一目了然。只有对辛亥革
命党人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怀有清醒认识，才能对近代中国何以没有走上西方资本主

义道路，而是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这一独特的中国式道路，有一个深切的理解，避免产

生各种否定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最后，在革命史叙事体系与其他历史叙事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关系问题上，它们之间应是互相补

充、不相排斥的。就革命与现代化两个研究范式来说，现在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意识到两者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 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一个前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而只有推进现代化，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牢固的
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样，鉴于晚清革命不同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它既由中国内部因素促
成，同时也深受国际列强的影响，因此，也就同时需要突出西方影响的“冲击与回应”范式和强调中国
取向的“中国中心论”研究范式; 而将晚清革命置于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范式之下，自然有助于晚清
革命的影响、地位和特性得到更好的彰显。同样，晚清改革既涉及社会革命，同时也涉及国家政权鼎
革，因此就自然需要“国家—社会”研究视角。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倡微观史学，主张加强对非主流
社会群体和一些地方性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强调历史的多样性、随机性和独特性，这对细化革命史研
究显然亦不无裨益。总之，鉴于晚清革命史的复杂性、多歧性和广泛的影响，只有采取一种包容、兼
收并蓄的多元视野，才能推进革命史叙事体系不断走向深入。

二、关于民族主义叙事体系

晚清历史与既往中国历史的另一大区别是，由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

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① 因
此，以反帝和谋求国家独立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晚清历史的另一重要主题。民族
主义与革命主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晚清中国历史的一体两面: 革命主题目标向内，民族主义主

题目标向外。② 就晚清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体系来说，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和评
价欧美日等西方列强的入侵。
受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和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影响，一些中外学者将晚清以来列强对中国发动

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两种外交体制的冲突、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认为列强的入侵
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质是将殖民地化等同于中国
的现代化。
以晚清第一场中外战争———鸦片战争来说，中英在贸易体制、中西法律制度和外交体制等方

面确乎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都不能成为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理由。贸易体
制、法律制度、外交体制都属国家内政，一国有一国的制度，并且具有历时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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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 3 页。
在以往的学科体系讨论中，学界往往将民族主义或者说反帝的主题一并纳入革命史叙事体系，其实是有些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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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贸易体制来说，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虽然存在各种弊端，不符合自由
贸易精神，但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何种贸易体制和政策，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职

能，在 15—18 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许多欧洲国家都曾实行过比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更具垄断性的
贸易制度。英国在对华贸易上也是迟至 1834 年才停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并且，广州一口通商
制度也非一些外人指责的那样，是一种闭关政策，妨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相反，事实是自实行广
州一口通商制度以来中西贸易一直是不断增长的。据相关学者统计，在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年) 至
道光十七年( 1837 年) 的 80 年间，粤海关的贸易总值为 422716. 9 万两，平均每年约 5284 万两，是
广州一口通商之前整个中西贸易的3. 6 倍。① 对于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为中西贸易发展提供的便利，
即使当时的一些英国商人也不否认，英国下议院东方贸易情况调查小组在 1830 年的调查报告中就
指出:“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 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
更好做，据说这些便利，绝大部分是因为每一只商船的生意通统都归同一个人，即行商经理的

原故。”②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原因是，由于中国高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英国自 17 世纪开展对华
贸易以来长期处于不利的入超地位。据统计，在 1700—1823 年间，为填补中英贸易之间的逆差，英
国东印度公司输入广州的白银为 53875032 两。③ 这是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不愿看到和接受的
局面，于是他们不顾人类道义，通过可耻的鸦片贸易活动来改变中英贸易的不利局面，解决中英贸易

之间的这一结构性矛盾，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同时强迫清政府接受于他们有利的贸易和法律及外交

体制，并为此诉诸战争。换言之，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
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将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属国，掠夺中国的财富，并觊觎中国领土。以后列强发动
的侵华战争，莫不如此，它们都记录在每次侵华战争之后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中。将列强发动
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外交体制的冲突，完全是混淆视听，必须在民族主义叙
事体系中予以正本清源。
至于列强入侵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影响，固然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并带来近代西方

先进物质文明和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历史发展不自觉工具的作用。但
列强进入中国绝非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里暂且不说列强发动
的军事侵略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伤害，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破坏，以及一系列战争赔款对

中国人民的勒索，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贸易和投资活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负

面的，并没有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反，受不平等条约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及外国贸

易和资本的打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在晚清始终步履维艰。④ 在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经济社会
不是变得更加富足，而是更加贫弱了; 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上升了，而是极大下降了。据英国学者麦
迪森的研究，中国的 GDP 从列强入侵之前的 19 世纪初时占世界总量的 1 /3，下降到 1952 年新中国
成立时的 1 /20; 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亦从世界平均水平的 90%下降到 1 /4，“中国的经济表现极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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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8—159 页。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上) ，《经济研究》1955 年第 1 期。
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 1750—1840 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
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贸易和投资活动对晚清以来中国经济的影响，参见汪敬虞的《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浅
议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评价问题》( 《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1 期、1991 年第1 期)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和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 上下册，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年版) 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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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失望”。①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总要千方百计阻扰和破坏殖民地人民走上独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所
有地方，帝国主义都企图保留这些资本主义前的剥削形式”，对殖民地的剥削“最后分析起来，总是阻
碍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的”，②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一个普遍历史事实。晚清香港、
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体
系之下，这些通商口岸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既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

的桥头堡，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外国“冒险家的乐园”; ③既是近代中国屈辱的象征，也是近代中国
社会病态的一个反映。晚清的对外开放与今天中国独立自主的开放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况，绝不能
混为一谈，因为这些通商口岸的存在，得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带来中国现代化的错误观点和认识，

将殖民化等同于中国的现代化。
在晚清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另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晚清下层民众的盲

目排外主义，其中以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最为典型。义和团作为下层民众一场自发的反洋教和反
帝运动，固然存在盲目排外和落后一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将反洋教、反帝斗争
扩大到不加区别地排斥和灭绝与“洋”有关的东西，对洋人、洋教、洋货、洋机器一概采取排斥态度，但
由此否定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将义和团运动斥之为“封建蒙昧主义”和“一种历史惰
性力量”，这不是一种马克思历史主义观点。义和团利用民间宗教，鼓舞广大民众以血肉之躯抗击外
国侵略，这是一种旧式农民革命传统，表现出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的
大无畏精神，一定程度瓦解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义和团运动不加区别地排拒西方，要将洋人赶
出中国，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殖民者在中国长期侵略、剥削、为非作歹、作威作福的一
个结果。对此，列宁就对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做了辩护。针对西方人攻击义和团是由于“黄种人敌
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论点，列宁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
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 为什么要憎恶呢? 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

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
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
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 1856 年英法对华的战争) 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
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④

当然，在肯定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正义性的同时，对于其落后和盲目排外的一面，也不应回避

和护短，晚清中国人民对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是在斗争中不断深化的。事实上，正是在吸取
义和团运动的教训之后，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才更加趋于理性，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断走向成熟。
中国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是将反帝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充分肯定晚清以
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同时，对于下层民众和各阶层中存在的汉奸现象及其原因，也是不应回避

的。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直至 20 世纪初，鲁迅还因为有感于国人对日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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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 修订版) ，伍晓鹰、马德斌译，王小鲁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39 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1928 年 9 月 1 日)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
产国际文件》第 2 卷，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20—721 页。
“冒险家的乐园”的用词，并不是我们强加的，而是西方人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
列宁:《对华战争》( 1900 年 9—10 月) ，《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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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列强屠杀同胞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看客态度，愤而弃医从文，走上唤醒国民道路。只有全面、客观、
理性地看待晚清以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和反帝斗争，才不会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任何空间和市场。
在晚清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还有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晚清中外战争

中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野。既往民族主义叙事往往将晚清的主战和主和的分野，
看作是爱国与投降卖国、进步与反动之争，这有一定历史根据，但又是不全面的。以主战派来说，对
于鸦片战争中像林则徐、邓廷桢这样尽忠爱国的主战派官员以及无数为国捐躯的清军官兵，自然应
予充分肯定( 当然亦不宜“神化”) ，绝不能因有历史局限性而加以亵渎、贬损。事实上，对于清朝的
爱国官兵，即使西方侵略者也多怀有一份钦佩之情。如当时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国军官宾汉在他的
《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就对遭道光皇帝革职的林则徐大加称赞:“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
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的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
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①爱国主义作为“由
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②很大程度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
代的，是人类的一个共同价值观。
但并不是凡是主战的都值得称道。如鸦片战争中的道光皇帝以及浙江巡抚刘韵珂、闽浙总督颜

伯焘、两江总督牛鉴等官员，出于统治者的虚骄心理和无知，一度也空言主战，甚至比林则徐还要决
绝，1839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断中英贸易的决定就是道光皇帝作出并下达督促执行的，但在反击
英军失败之后，他们便转向主和，并且将战争责任委过于林则徐、邓廷桢的抗英斗争，对他们加以构
陷。这些官僚的主战，实际上并无积极意义之可言。而在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以慈禧太后为首
的一群后党官僚，出于朝廷内部党争和权力斗争的需要，置国家、民族甚至朝廷利益于不顾，利用民
众的反侵略情绪和落后一面，对外“宣战”，以致酿成庚子国难，不但不是爱国的、进步的，而且绝对是
反动的、恶毒的，是民族和国家的罪人。因此，对于晚清统治阶级的主战派，不能凡是主战的，便认为
是爱国的、进步的，而应做具体分析，看其主战是否理性，是否出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
同样，对于晚清统治阶级内部的主和派也是如此。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主和”是一个中性

词，甚至是一个褒义词。而在晚清中外战争中，清朝统治阶级的主和派之所以被斥为“投降”“卖
国”，原因在于他们面临外国列强侵略时，昧于世界大势，同时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和集团及个人利益，
轻易出让国家和民族利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主和派官僚就是如此。
这些官僚平日享尽高官厚禄，并且贪污受贿，不知操守，而在外敌入侵之时，他们又贪生怕死，为图一

己之私，只片面强调敌强我弱、英军不可战胜，抱着传统“抚夷”和“羁縻”思想，一味主和，不但打击、
陷害像林则徐这样的爱国官员，也反对和阻止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他们既担心战争“致我劳师糜饷，
所关匪细”; ③亦担心“外患未平，内讧又起”，④“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⑤他们认为英国“其意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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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赏马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 ①“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内不自安，何暇攘外”?②

而道光皇帝本人在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折的朱批中也将后者视为“心腹之患”。③他们都将国内的阶级
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将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因此，宁愿通过出卖国家

主权来换回其腐朽统治。而在战争结束、中外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这些主和派官僚又无任何发奋
图强之举，所议筹后之策都了无新意，只求“民夷相安”，甚至更加畏惧“夷”人，只“知有夷不知有
民”。④ 虽然他们也表示“惟抚夷本属权宜之计，并非经久之谋”，“惟有卧薪尝胆，力挽颓势”，⑤但并
无卧薪尝胆实际之举措，只是为其当时的妥协求和找得一个口实和心理安慰。因此，对于这些主和
派官僚绝不可盲目肯定，称赞他们“奉行的是和平开放的外交政策”、他们的思想“是最为开明和进
步的思想”，认为主和派“代表朝廷签订《南京条约》虽说让中国受到一些损失，但实在是中国走向世
界的起点，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恐怕是需要商榷的。
当然，并非凡是主和派都是卖国和反动的。例如在义和团运动中，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

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五大臣，力阻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并因此遭
杀身之祸，就是一种理性的声音，也是爱国之举。又如在 1884—1885 年中法战争中，清朝政府根据
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权衡利弊，利用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机会，“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一
个不割地、不赔款的《中法会订越南条款》( 又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 ，⑥未尝不是一个明智之
举，很难说是执行了“求和投降的卖国主义路线”。外交总免不了让步、妥协，而让步、妥协的合理与
否，则应视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否比较符合或维护本国的利益，这才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历史主
义态度。
在晚清，由于清朝统治阶级的无知、颟顸和腐朽，他们不知世界大势和近代国际关系之凶险，常

常在“和”“战”问题上进退失据、不合时机，战非所战，和非所和，争非所争，让非所让，极大加重了民
族灾难和人民的痛苦，留下许多惨痛的教训，这是很需要加以认真总结和反思的。
要之，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反映了晚清历史的两个重要主题，不存在要不要运用的问题，

只是如何看待和不断完善的问题。它们与其他叙事体系或研究范式虽相互补、不相冲突，但也绝非
其他研究范式所能取代或解构的。对于晚清革命和民族主义两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诸如阶级分析
方法和“造反有理”问题、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评价问题、革命与改良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晚清中
西关系和列强入侵问题、如何看待晚清盲目排外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野问题
等，我们都必须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教条化、简单化，不能盲目地
肯定或否定、主观地抬高或贬低。否则，只能为历史虚无主义留下口实和后门，甚至与历史虚无主义
殊途同归。而在晚清史研究走过百余年历程之后，重新审视和完善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两个叙事
体系，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的需要和呼唤。

8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耆英等又奏形势万分危急已允通商割地赔款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5 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2262—2263 页。
《耆英奏折》(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 3) ，第 468 页。
《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报镇江失守京口副都统遇害及现筹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
战争档案史料》第 5 册，第 710 页。
参见茅海建:《论刘韵珂———兼评鸦片战争时期的主和思想》，《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耆英奏折》(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 3) ，第 468、472 页。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466—469 页。


